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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朝佛教的发展趋于极盛，1644年明朝灭亡时仅北京地区的佛教寺院就达一千多所。清王朝对
佛教的方针几乎完全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康乾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这为佛教兴盛创造了牢固的基础。《儒林
外史》以明朝为背景，在揭露科举制度流弊的同时，也反映了明清时期的世俗信仰与社会风貌，其中对佛教信众
的描写特别引人注目。从这些佛教信众的行止中，既有人性善良的一面，对淡泊名利、清雅脱俗的恬逸生活充满
向往，又不乏对鄙俗龌龊、庸碌之流的唾弃。从对各色“出家人”的梳理中，明清佛教信众的纷异和多元性得到充
分的彰显，这与当时江南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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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安徽全椒县的吴敬梓，生活在康乾盛
世，出身名门望族，为人性情豪爽、慷慨好施，过着
“千金一掷买醉酣”的生活。父亲病逝后，田产卖
尽、科举失利让他的生活饥寒交迫。雍正十一年，
吴敬梓离开故土，移居南京，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
生。从荣华到落魄，从儒林交际到混迹于市井之
中，交友的广泛、丰富的阅历让他看透人间冷暖，
体味百态人生，从而成就了《儒林外史》这本不朽
之作。书中揭露了一些世俗人物、假名士的丑态：
有对周进头撞贡院、范进中举发疯等这些在科举
毒害下辛酸士子众生相的再现；有对张静斋、严贡
生这样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劣绅的描写；也有对胡
三公子、严监生这样吝啬鬼的传神刻画。书中也
歌颂了一些品德高尚的人物，如开篇即写的真名
士王冕，不慕名利的虞博士，淡泊清雅的庄征君，
智勇双全的萧云仙，慷慨好施的杜少卿，忠厚正直
的鲍文卿，行义忘利的马纯上。可以说，上至达官
贵人，下至市井小民，每个人物都有其特色。在这
些形形色色的角色里，还有这样一拨人，他们本属
佛门，理应清静无为、潜心修行，但却因为生计、私
欲终未跳出世俗圈，他们就是吴敬梓笔下的“出家
人”。
一、佛门世俗像
佛教教义讲求“四谛”“缘起”“五蕴”“无常无
我”，修行之人要做到无欲无求，才能够免除人世
间的痛苦与苦难。但明清以来，随着寺庙的扩张，
僧徒人数的激增，也使得僧众良莠不齐。吴敬梓
在《儒林外史》中刻画了多位僧人，或善或恶，颇为
多元。
周进六十多岁却还是个童生，寄居在山东汶
上县薛家集当塾师，宴会上受尽了进了学的梅玖
的奚落，但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小和
尚送给路过薛家集的王举人（王惠）吃的是珍馐，
送给周进的只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1]22，清淡
之极，可见连小和尚也轻视周进。吴敬梓在这里
想要通过小和尚的行为突出周进的寒酸境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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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势利的小和尚形象。
周进中举做官之后，观音庵里的小和尚对周
进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荀玫在观音
庵贺学①时与小和尚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小和尚为
周进立了一个长生牌，“那日早晨，梅玖、荀玫先
到，和尚接着。两人先拜了佛，同和尚施礼。和尚
道：‘恭喜荀小相公，而今挣了这一顶头巾，不枉了
荀老爹一生忠厚，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广积阴功。
那咱你在这里上学时还小哩，头上扎着抓角儿。’
又指与二位道：‘这里不是周大老爷的长生牌！’二
人看时，一张供桌：香炉、烛台，供着个金字牌位，
上写道：‘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升国子监
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左边一行小字，写着：
‘公讳进，字蒉轩，邑人。’右边一行小字：‘薛家集
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1]76小和尚还邀请荀
玫、梅玖来参观周进当年设帐之所在。小和尚对
周进态度的转变，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此一
个佛门俗人跃然纸上。
吴敬梓乐于用边边角角的小人物来衬托主要
人物，这一点在“范进中举”一回中表现非常明
显。文中给了胡屠户到集上僧人那里请大寺八众
僧人来念经为范母追荐升天的一段故事，“胡屠户
道：‘可不是么？自从亲家母不幸去世，合城乡绅，
哪一个不到他家来！就是我的主顾张老爷、周老
爷，在那里司宾，大长日子，坐着无聊，只拉着我说
闲话，陪着吃酒吃饭；见了客来，又要打躬作揖，累
个不了。我是个闲散惯了的人，不耐烦做这些
事！欲待躲着些，难道是怕小婿怪，惹乡衿老爷们
看乔了，说道：要至亲做甚么呢？’说罢，又如此这
般的把请僧人做斋的话说了。和尚听了，屁滚尿
流，慌忙烧茶、下面；就在胡老爹面前转托僧官去
约僧众，并备香、烛、纸马、写疏等事。胡屠户吃面
去”[1]42。
个性鲜明的胡屠户就不多讲了，值得一提的
是吴敬梓对和尚听了胡屠户的话之后神态动作的
描写：“屁滚尿流”“慌忙烧茶、下面”。简单的几个
词却有着多重作用。第一，表现出了范进显贵前
后的不同境遇。第二，体现出底层民众对这些横
霸一方的地主乡绅们的畏惧。第三，展现出和尚
趋炎附势的心态。仅仅通过一笔带过的小人物即
能达到讥讽的效果，从个别现象上升到社会现象，
可见一斑。
紧接着吴敬梓又对一个僧官丑陋形象进行了
传神的刻画：“和尚被他说的口里流涎，那脚由不
得自己，跟着他走到庄上。何美之叫浑家煮了一
只母鸡，把火腿切了，酒舀出来烫着。和尚走热
了，坐在天井内，拿衣服脱了一件，敞着怀，腆着个
肚子，走出黑津津一头一脸的肥油。”人们的印象
里佛门中人应该是清静无为、慈眉善目，可这位僧
官却是敞着怀，腆着个大肚子，还有一脸的肥油，
说他是僧官，倒不如说是屠夫！“出家人”不仅没有
“出家人”的模样，还破了戒律。“口里流涎”“腆着
个大肚子”“一脸的肥油”，几个看着就令人作呕的
词用在这僧官的外貌描写上，揭露出了僧官的丑
恶嘴脸。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还有第二十八回，
季恬逸、萧金铉、诸葛天申寻下处，走到一个和尚
家，“当家的老和尚出来见，头戴玄色缎僧帽，身穿
茧绸僧衣，手里拿着数珠，铺眉蒙眼的走了出来，
打了个问讯，请诸位坐下，问了姓名、地方。三人
说要寻一个寓所。和尚道：‘小房甚多，都是各位
现任老爷常来作寓的。三位施主请自看，听凭拣
那一处。’三人走进里面，看了三间房子，又出来同
和尚坐着，请教每月房钱多少。和尚一口价要三
两一月。讲了半天，一厘也不肯让。诸葛天申已
是出二两四了，和尚只是不点头，一会又骂小和
尚：“不扫地！明日下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
看见成什么模样！”[1]280当家的老和尚头戴玄色缎
僧帽，身穿茧绸僧衣，穿戴并不朴素，已有悖于僧
人简朴的作风。接着用铺眉蒙眼来形容他的神
态，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让人顿时生厌。这个当
家老和尚是个假慈悲，旅费分毫不让，还装模作样
地骂小和尚，老和尚的吝啬贪财本性呼之欲出。
这个形象的塑造并不是用来衬托别的角色，而单
单是描绘一个没有佛家普度众生、一心向善胸怀，
甚至连普通人的品德都不具备的“出家人”。这种
对人物个性的细腻描摹让人觉得更有真实性，更
具可信性。
以上介绍的这些“出家人”虽失去了佛家的真
谛，变得世俗，甚至腐朽了，但毕竟还没有做什么
① 贺学，说的是荀玫在范进主考的乡试中获捷，荀玫曾受教于周进，当时周进就在观音庵塾学中任教，故在观音庵祝贺其
中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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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天害理的事。第三十八回中的响马贼头赵大才
是名副其实的恶和尚。这恶和尚不仅忘恩负义、
贪图利益，而且打家劫舍、无所不为。更有甚者，
这恶和尚还专吃人脑，简直已经没有人性[1]376。与
他正准备要吃的甘露寺的高僧相比，一个慈悲为
怀，一个无恶不作，这更凸显出恶和尚的丑陋。可
见同是“出家人”，善恶、正邪从来都不是由身份决
定的。只要一心向善，即使是伶人戏子也会受人
尊敬；反之如果一心向恶，即使是佛祖庇佑也无好
下场。
细数《儒林外史》中“出家人”，吴敬梓写出了
他们的形形色色、各具其态。但不难发现，吴敬梓
所接触的还是以俗僧为主，势利的观音庵小和尚、
一脸肥油的僧官、道貌岸然的当家老和尚、吃人脑
的恶和尚……一个个佛祖袈裟下“出家人”的丑态
在吴敬梓笔下栩栩如生，这不仅是吴敬梓对人世
百态的洞若观火，更是对世俗假面的猛烈抨击。
当然僧人中也并非一团黑，吴敬梓既写了诸
多俗僧，也描述了一些品德高尚的高僧，甘露寺的
老和尚就是具有正面色彩的“出家人”。
甘露寺的老和尚在整部书里所有僧人里面出
镜率是最高的，在第二十回、第二十一回、第二十
八回、第三十八回、第三十九回都有出现，而且作
者对这位僧人的描写是最细致、最富有感情的。
文中牛布衣与甘露寺老和尚的深情厚谊也最为后
人所称道。
牛布衣一介书生，寄居在甘露寺，他“日间出
去寻访朋友，晚间点了一盏灯，吟哦些甚么诗词之
类。老和尚见他孤踪，时常煨了茶送在他房里，陪
着说话到一二更天。若遇清风明月的时节，便同
他在前面天井里谈说古今的事务，甚是相得。不
想一日，牛布衣病倒了，请医生来，一连吃了几十
帖药，总不见效。那日，牛布衣请老和尚进房来坐
在床沿上，说道：‘我离家一千余里，客居在此，多
蒙老师父照顾；不想而今得了这个拙病，眼见得不
济事了。家中并无儿女，只有一个妻子，年纪还不
到四十岁；前日和我同来的一个朋友，又进京会试
去了；而今，老师父就是至亲骨肉一般。我这床头
箱内，有六两银子，我若死去，即烦老师父替我买
具棺木。还有几件粗布衣服，拿去变卖了，请几师
父替我念一卷经，超度我生天。棺柩便寻那里一
块空地把我寄放着。材头上写‘大明布衣牛先生
之柩’，不要把我烧化了。倘若遇着个故乡亲戚，
把我的丧带回去，我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老师父
的。’”“老和尚听了这话，那眼泪止不住纷纷落了
下来，说道：‘居士，你但放心，说凶得吉；你若果有
些山高水低，这些事都在我老僧身上。’”待牛布衣
去世之后，老和尚不折不扣地处理了牛布衣的丧
事，动用了乡邻帮忙，老和尚便煮了一顿粥，加上
面筋、豆腐干、青菜招待了大家，并说：“牛先生是
个异乡人，今日回首在这里，一些甚么也没有，贫
僧一个人，支持不来。阿弥陀佛，却是起动众位施
主来忙了这一天。出家人又不能备个甚么肴馔，
只得一杯水酒，和些素菜，与列位坐坐。列位只当
做好事罢了，休嫌怠慢。”众人道：“我们都是烟火
邻居，遇着这样大事，理该效劳。却又还破费老师
父，不当人子。我们众人心里都不安，老师父怎的
反说这话？”“当下众人把那酒菜和粥都吃完了，各
自散讫。过了几日，老和尚果然请了吉祥寺八众
僧人来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梁黄忏’。自此之
后，老和尚每日早晚课诵，开门关门，一定到牛布
衣的柩前添些香，洒几点泪。”[1]206
老和尚与牛布衣萍水相逢，确因同有风雅的
情趣而成为好友。牛布衣一生淡泊名利，志不在
科道；乐于吟诗作对，却也不迂腐物质；朴实无华，
确是真名士。老和尚能与牛布衣成为朋友，可见
老和尚也必是品德高尚的人。而更能体现出老和
尚德行的是他和众乡邻为牛布衣料理后事的作
为。老和尚善良忠厚，对朋友感情真挚，对朋友的
无私奉献感人肺腑。甘露寺的乡邻们也保持着浓
郁的淳朴古风，让人体会到人世间的温情。
第二十八回，萧金铉等寄寓的另一个僧官处，
“僧官迎了出来，一脸都是笑，请三位厅上坐，便煨
出新鲜茶来，摆上九个茶盘，上好的蜜橙糕、核桃
酥奉过来与三位吃。三位讲到租寓处的话，僧官
笑道：‘这个何妨？听凭三位老爷，喜欢那里，就请
了行李来。’三人请问房钱，僧官说：‘这个何必计
较？三位老爷来住，请也请不至，随便见惠些须香
资，僧人那里好争论？’”[1]280这样的僧官就是未被
商业气侵染的本分纯粹的僧人。
第三十八回时，郭孝子寻父暂住海月禅林，见
老和尚清瘦面貌，颜色慈悲，就同老和尚讲了他寻
父一事，老和尚流泪叹息。“郭孝子将路上买的两
个梨送与老和尚，和尚受下谢了郭孝子，便叫火工
道人抬两只缸在丹墀里，一口缸内发着一个梨，每
缸挑上几担水，拿杠子把梨捣碎了，击云板传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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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僧众，一人吃一碗水。郭孝子见了，点头叹
息”[1]370，这表现出了老和尚对郭孝子品行的敬仰
与钦佩。《释摩诃衍论》卷四云：“清净契经中作如
是说，文殊师利则白佛言：世尊无量劫中不惜身
命，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圆满行因庄严性海，喜乐
自在德用无碍。何因缘故作如是言，我有多恩尽
未来际不能尽报?佛言：我由无明，以之为质成正
觉道，是故我说有极重恩，于尘劫中报恩不尽。以
此义故，无明住地亦名报恩无尽住地故。”老和尚
的这一举动就是感恩报恩的体现。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善因善果，知恩报恩。
佛家的思想在老和尚身上践行。虽然老和尚只是
吴敬梓创作出来的一个理想人物，但这充分表达
出了作者对美好事物、高尚人格、恬淡生活的追
求。
二、佛教发展的“沃土”
显然，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在中国不同地域是
存在很大区别的。这种区别与各地的经济、政治、
文化不无关系。
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经济繁荣，商业、手工业发
达，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汇聚，资本积累和贸易
流通都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2]1-125在文化方
面，江南向来才子辈出，据统计，明清江浙两省考
出的进士总数占到了全国进士总数的七分之一，
在状元、榜眼、探花的争夺战中更是一骑绝尘，遥
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可以说江浙的人民文化素质
普遍较高。在政治上，因为历史上好几个朝代定
都江浙一带，所以这一地区的政治根基深厚。有
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也就使得江浙成为佛
教发展的“沃土”。
江浙佛教的发展以南京为胜，用杜牧的一首
诗可以很好地形容佛教在南京的繁荣：“千里莺啼
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
楼台烟雨中。”[3]53南朝时各朝先后建都于此，由于
统治者的提倡，南京佛教盛极一时，成为全国佛教
中心。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同样把南京定为国
都，加上统治者为巩固新生的政权采取了一系列
利于佛教发展的措施，也就使得南京佛教的发展
达到巅峰。尽管明朝后来迁都北京，国家政治重
心北移，但由于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南京对于佛教
传播的地位没有改变，并延续至清朝。
《儒林外史》便是以南京为基础来进行创作
的，佛教寺庙作为南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书中
得到了充分体现。吴敬梓对南京的直接叙述是这
样的：“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
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
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
馀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
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
水……”这段总体描述中可以看出宗教活动已经
成为了南京市井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百
姓息息相关，并且直接影响了民众的社会生活。
《儒林外史》还具体提到了南京的一些寺庙，如王
玉辉与邓质夫同游的报恩寺，汤镇台的寓所承恩
寺，唐二棒与虞华轩一起等太尊相邀的龙兴寺，等
等，把这些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东西写进小说
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史家色彩和可信度。
在《儒林外史》中除了以南京作为人物的主要
活动场所，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点，那就是杭州。杭
州的佛教起源也非常久远，例如，杭州的四大古刹
之一灵隐寺就始建于东晋。对于杭州来说，各大
寺庙直到现在还是闻名遐迩的旅游景点。书中对
于经典人物马纯上的描写就很多，特别是马二先
生游杭州那一段成为明清民俗研究家争相引用的
例子。作者富有情趣地再现明清杭州西湖边的热
闹景象，茶馆、酒馆、商贩、妇女、各色小吃应有尽
有，对作为杭州必去景点的寺庙作者写道：“且不
说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出了钱塘门，过
圣因寺，上了苏堤，中间是金沙港，转过去就望见
雷峰塔；到了净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
十步一阁”。作者利用马二先生的视角，极其细致
地描写出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江浙地区佛教思想的传播、寺庙的兴建为小
说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作者生活在这样佛教繁荣
的背景下，也就塑造出了各具特色、有血有肉的僧
人。
三、寺庙经济与文化
小说都是取自于社会生活，又用来反映社会
生活的。《儒林外史》就是一部很好的现实生活的
写照。小说里面的人物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故事
场景变化多样，文人情趣或俗或雅，映射出丰富多
彩的社会生活和风俗文化。儒生、名士、官宦、乡
绅、地主、商贩、戏子、僧侣、妓女、衙役……“生旦
净末丑”齐齐亮相，各色人物林林总总，在《儒林外
史》中被鲜活地呈现出来，仿佛我们眼前就是明清
时期的市井闹市，堪比《清明上河图》。小说是反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 第3期
-- 46
映社会现实的，作者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批判和
讥讽，其反映的现实就源于当时各种社会因素。
《儒林外史》中描写的僧侣是否真实存在？他
们是否有原型？要分析这两个问题就要追溯到它
的时代背景了。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两
汉时期。唐朝时，佛教发展到极盛。到明清时，佛
教的发展又迎来几次小高峰，同时佛教的发展也
日益中国化、民族化、世俗化。
明末清初时，全国佛寺共 79622处，僧尼
118907人。据《清会典事例·礼部》载：“通计直省
敕建大寺庙共六千七十有三，小寺庙共六千四百
有九。私建大寺庙八千四百五十有八，小寺庙共
五万八千六百八十有二”。①造成佛教日益膨胀的
原因有很多，其主要原因有：第一，政府为强化统
治，对佛教有扶持的政策，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允
许其自由发展。明朝初期，朱元璋更是开创了利
用佛教、以僧为使的先河。第二，免收赋税，寺庙
僧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承担国家赋税徭役的，再
加上明末清初战乱频繁，人民负担加重，许多走投
无路的人都出家以谋生路。第三，寺庙占有国家
大量的土地和财产，寺庙的土地吸收了大量无地
农民“遁入空门”。像出生于贫苦农家的明太祖朱
元璋，17岁时就曾因生计维艰出家为僧[4]2。
僧众激增，从上述原因来看，入佛门的目的可
能也就不再单纯、真挚，佛教对出家的僧徒标准又
没有约束，也就免不了鱼目混珠，滥竽充数。
《儒林外史》中陈和甫的儿子“出家”只是为了
摆脱妻子和丈人，每日依旧喝酒吃肉，悠闲自在，
不守戒律，心中无佛，装模作样地逃避现实和逃避
责任，书中这样写道：“次早，陈和甫的儿子剃光了
头，把瓦楞帽卖掉了，换了一顶和尚帽子戴着，来
到丈人面前，合掌打个问讯，道：‘老爹，贫僧今日
告别了。’丈人见了大惊，双双掉下泪来，又着实数
说了他一顿；知道事已无可如何，只得叫他写了一
张纸，自己带着女儿养活去了。陈和尚自此以后，
无妻一身轻，有肉万事足。每日测字的钱，就买肉
吃，吃饱了，就坐在文德桥头测字的桌子上念书，
十分自在。”[1]514明清时期，这种假“出家”倒是屡见
不鲜，文中还写了一个因降过宁王被通缉的王惠，
他为了躲避追捕而逃窜在外并出家为僧，郭孝子
历尽艰难险阻千里寻父，王惠却为了保全性命始
终不与儿子相认。郭孝子与其父王惠的对白和文
中郭孝子认父的前后举动对比衬托出了郭孝子的
高尚品质和父亲王惠的贪生怕死。“和尚道：‘你再
不出去，我就拿刀到杀了你！’郭孝子伏在地下哭
道：‘父亲就杀了儿子，儿子也是不出去的！’老和
尚大怒，双手把郭孝子拉起来，提着郭孝子的领
子，一路推搡出门，便关了门进去，再也叫不
应”[1]375。
明清时期有相当一部分人如上文的两个假和
尚一样是带有自己目的“出家”的，我们从明清小
说里时常能够看到佛门中的反面教材，比如《水浒
传》里著名的酒肉和尚鲁智深，《西游记》中贪图女
色的色和尚、爱慕虚荣的老方丈、吝啬贪财的僧人
等，这些人物不仅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世人对不
再圣洁纯粹的“出家人”的批判。
仔细阅读《儒林外史》会发现，寺庙是一个频
繁出现的活动场所，游子旅居、村宴摆酒、师傅设
馆、法事超度等都离不开寺庙，此时的佛家寺庙不
再只是传统意义上僧徒修道、祭祀的宗教场所了，
而是普通百姓日常活动息息相关、不可分割一部
分，寺庙僧侣更加世俗化了。
周进在观音庵坐馆，季恬逸、萧云仙、诸葛天
申寻得寺庙下榻，荀玫在观音庵摆酒贺学，一桩桩
一件件事务使得寺庙融进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
中，寺庙世俗化促进了寺庙经济的勃兴。
这一时期寺庙的主要经济来源包括：一是寺
庙农业，寺庙拥有大量的土地，寺庙经营高利贷，
招纳佃客，与当时的大地主大财阀对百姓的剥削
无异。顾炎武就曾指责过这一现象：“其典卖不
明，诡诈庞杂……陈奏霜攻无可究诘者，莫如僧
田”。这一社会问题也就解释了小说中僧官到他
的佃户何美之家中喝酒、买卖土地被张乡绅算计
等场景出现的合理性；二是寺庙的商业，早在南北
朝时期，邸店作为商业经济的主要标志已经出现
在寺庙恒产经营中，买卖宗教用品、接待旅客、贩
茶等都是寺庙普遍的经济生活。在第二十八回季
恬逸等到寺庙寻找下处的生动描写就能够真实地
反映出来；三是寺庙畜牧业，畜马牧羊，买卖牲畜；
四是寺庙的手工业，如制茶、酿酒、冶炼等。虽然
后两项没有在小说中体现，但它们也是寺庙日常
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日根 《儒林外史》中“出家人”与明清佛徒的纷异
①《清稗类钞·宗教类》第四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9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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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有了追求精神满足
的条件。佛教思想对中国人民影响是深远的。明
朝对佛教推行扶持政策，特别是明太祖崇信佛教，
这位“敬佛”的皇帝在南京大修寺院，并最终确立
了八大寺。统治者的提倡，使得普通民众甚至后
妃、王公、太监、官员也无不信仰佛教。如大学士
宋濂，他精通佛理，沉溺于佛教，他的佛学文字也
较多，明后期有人辑为《护法录》。越来越多的文
人学士信佛重佛，出入佛寺，与寺僧交往唱和，甚
至有一部分比较虔诚的士大夫在家火居。在不少
史料中可以发现一些僧人不仅精通佛学和诗文、
能言善辩，而且还善于阿谀奉承来满足士大夫的
虚荣心，如《二续金陵琐事》记载的僧官奉承赵大
周公的小故事：“大宗伯赵大周公过天界寺半峰庵
谈禅，偶倒念《金刚经》文。僧官兴善从旁证之曰：
‘老爷倒念经文了。’半峰果斌斥兴善曰：‘《金刚
经》道理圆融通透，顺说也是，倒说也是。老也不
错，兴善错了。’赵大周公喜果斌之说。”[5]卷上《倒念经文》312-313
且不说僧人的佛家修为有多高，单看一些僧人的
文化素养也绝不逊色于各色士大夫，如《儒林外
史》中牛布衣与甘露寺老僧畅谈古今甚是相得。
再如明初时，太祖就曾有《拔儒僧入仕论》[6]14-15卷 1，
加之朝廷重视佛教，所以这一时期达官贵人儒学
儒士与高僧酬唱成为一股潮流。
除了一部分有学术修为的高僧对明清儒林学
界有一定影响外，佛教文化的中国化对明清的民
俗和社会风尚也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如马纯上游
西湖时，作者对游西湖的妇女用了颇多笔墨，对赶
庙会、烧香的妇女们有一段描写便是其中表现民
俗的代表，“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到一个极高的
山门，一个直匾，金字，上写着：‘敕赐净慈禅寺’，
山门旁边一个小门。马二先生走了进去，一个宽
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砖，才进二道山门，两
边廊上都是几十层极高的阶级。那些富贵人家的
女客，成群逐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都穿的是锦
绣衣服，风吹起来，身上的香一阵阵的扑人鼻子”[1]148。
明初时，出家为僧而躲避战乱的人不在少数，
前面我们也提到，这些僧侣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品
行差、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经常有僧人借进佛烧
香时机奸淫妇女的事情发生，这一现象在明清的
小说中屡见不鲜。明太祖为杜绝这一类案件曾颁
布许多禁止妇女入寺烧香的法令，但明中叶以后，
法律规范松弛，这一禁令也就渐渐失去了成效。
越来越多的妇女外出行香，赶庙会、法会，观赏街
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购物也是赴会的
重点，妇女们迎着风潮，穿金戴银，衣着华丽，满足
虚荣之心，争奇斗艳，乐此不疲。这以后到清朝，
朝山礼佛、入寺烧香、逛庙会等渐渐也就演变成了
民俗，成为了妇女们了解门外事的重要途径。
说到妇女跟佛教的关系，女尼作为女“出家
人”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但当时对于女尼还是
有社会偏见的，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女尼常常与不
洁妇女的堕胎、溺婴联系起来，而这并不是无根据
的。历史上，有佛门协助堕胎的记载，据《本草纲
目拾遗》记述，徽州土著将绝育药材卖给尼庵，女
尼再将这些药卖给妇女，故以此来看，女尼的社会
地位是不高的。《儒林外史》中的青楼女子聘娘曾
梦到自己是延寿庵尼姑的徒弟，她梦见自己“出到
厅前，一乘大轿，聘娘上了轿。抬出大门，只见前
面锣、旗、伞、吹手、夜役，一队队摆着。又听的说：
‘先要抬到国公府里去。’正走得兴头，路旁边走过
一个黄脸秃头的师姑来，一把从轿子里揪着聘娘，
骂那些人道：‘这是我的徒弟，你们抬他到那里
去！’聘娘说道：‘我是杭州府的官太太，你这秃师
姑怎敢来揪我！’正要叫夜役锁他，举眼一看，那些
人都不见了。急得大叫一声，一交撞在四老爷怀
里，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1]508-509，梦醒后她失落
患病，在她的观念里梦见自己变成尼姑是非常晦气
的，是不好的预兆，这不仅暗示了聘娘的悲剧下场，
也表现出作者对于女尼的看法。聘娘的梦变成了
现实，“虔婆也慌了，叫了老乌龟上来，再三劝解，总
是不肯依，闹的要死要活。无可奈何，由着他拜做
延寿庵本慧的徒弟，剃光了头，出家去了。”[1]519女尼
本慧的出现目的是凸显聘娘的不幸，却也无意中
表现出明清时期社会观念里对女“出家人”佛教修
为的不认可和轻视。
探究寺庙的经济与文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小说中的情节，而小说对寺庙生活和僧侣的描写
又增强了其本身的真实性。吴敬梓笔下的“出家
人”有的贪财吝啬，有的欺善怕恶，有的假仁假义，
有的无恶不作，也有的善良忠厚、朴实无华。一个
个栩栩如生的形象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可以看出
作者既有对粗鄙陋习的抨击，也有对善行义举的
歌颂；既有对儒林败类的讥讽，也有对正人君子的
仰慕；既有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也有对理想生
活的心驰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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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儒林外史》所写人物，大都实有其人，如马纯
上原型是作者的挚友冯粹中，杜少卿有作者自己
的影子等。作者壮年时期移居南京，而南京历史
上曾是佛教圣地，寺院繁多，葛延亮《金陵梵刹志》
著录的就有大寺3、次寺5、中寺32、小寺120，其最
小不入志者百余，所以可以认为书中描写的“出家
人”都是有生活原型的。这些僧人或用来衬托社
会风俗，或用来揭露科场时弊，或用来弘扬高尚品
质，可谓极尽讥讽。鲁迅称赞《儒林外史》：“其文
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
刺之书”，“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
史》者”[7]141。“出家人”作为儒林之外的一个重要群
体在书中具有重要价值，不仅使文章更具趣味性，
也成为世俗社会的一个真实反映。
注：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刘梦竹同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谨
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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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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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the Ming Dynasty tends to be extremely prosperous. With the
demise of the Ming dynasty in 1644, the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Beijing alone reached more than 1,000. The
policy of the Qing Dynasty on Buddhism is almost completely inherited from the Ming Dynasty system. In
Kangxi and Qianlong period, the strong national strength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mak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lourishing of Buddhism. The Scholars, taking the Ming Dynasty as the background, exposes abuses in the impe⁃
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reflects the secular beliefs and social outlook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mong them, the description of Buddhist believers is particularly striking. From the behavior of these Buddhist
believers we can see not only goodness of humanity which includes indifference to fame and fortune as well as
longing for elegant refined life, but also the spurning to vulgarity and mediocrity. From various sorts of“monk”,
the divergence and diversity of the Buddhist believer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fully demonstrated,
which was complementary to the social-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Jiangnan area at that time.
[Key words] Buddhism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ddhist; divergence; social economy; social cul⁃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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